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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taking: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Public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s:  
Practice in Shatan Village, Yutou Township, Huangyan District, Zhejiang Province

杨贵庆   肖颖禾    YANG Guiqing, XIAO Yinghe

我国乡村聚落历史演进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者之间具有有机的对应关系。其中，

乡村聚落重要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关系特征，一般都以“核心公共空间”作为物质载体予以集中呈现。但是由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变化等原因，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随着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生活内容的改变而逐渐被遗忘，其

物质环境也逐渐被弃置。研究指出：以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作为“点穴”启动，通过“文化定桩”的方法，可以成为当

下我国乡村振兴规划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结合浙江黄岩屿头乡沙滩村的实践，阐述以文化定桩为灵魂、通过核心公共空

间的创造性修复和更新的探索成效。

Abundant culture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hina, with organic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among cultural, social and spatial attributes. In these certain relationships,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spiri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usually presented as the core public space. However, accompanied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rural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life, the core public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s has been gradually forgotten and its phys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abandoned by degrees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is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approach called Cultural Staking, starting from the core public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s as an acupoint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to th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practice experience in Shatan Village, Yutou 

Township, Huangyan District, Zhejiang Province,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effect of a creative spatial restor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core public space with the Cultural Staking approach as a key.

0　引言

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大量的乡村聚

落，它们承载着千百年来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建筑风貌以及

乡土民俗有着较大差别，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

环境下形成的乡村文化也因此具有多样性和地

方性特征。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转变，乡村聚

落普遍呈现出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和空间衰败的

现象，尤其是在传统乡村聚落中曾经承担核心

功能、具有重要社会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核心公

共空间，由于其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新

文化定桩：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营造*

——浙江黄岩屿头乡沙滩村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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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需求而逐渐荒废。反观一些地区的乡村规

划建设，千篇一律问题较为严重。缺失地方风貌

特色和文化特质的乡村规划建设较为普遍，甚

至出现了由于理论认识水平有限、规划对策不

当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令人十分痛心。我

国乡村人居环境蕴含的地方文化多样性正在急

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空间进程中快速消失。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

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中也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近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8）06-0015-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806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理论与规划方法研究”（编号51878459）及中国工程院课题“新型乡村建设战略与推进策略研究”阶段

成果。



16 | 美丽乡村

年来全国多地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从2013年起每年开展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截至目前已

有7批共304个重点村、1 484个一般村的保护

利用项目。通过保护和利用，传承了乡村聚落的

优秀传统文化。总体上看，理论研究亟待深入，

实践范式亟待总结。那么，如何认识乡村聚落的

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者的关系？如何看

待乡村聚落的文化性、社会性的演进特征？又

如何以文化振兴为灵魂、通过乡村聚落核心公

共空间的规划营造来实现乡村振兴呢？本文将

从理论层面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并结合浙江

黄岩乡村振兴的实践，探讨“文化定桩”这一

工作方法的实践成果。希望本研究对同类规划

实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1　概念解析

“文化定桩”指通过对地方各类型文化资

源进行挖掘、整理和提炼，确定乡村物质空间和

精神内涵的主题，以统领乡村产业经济、社会文

化和空间环境的各项实践。“乡村聚落”是指在

传统农业社会背景和手工生产条件下，人类为

了定居而形成的相对集中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住

宅建筑及其空间环境[1]，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且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居环境类型。“核心公共空

间”指集中反映乡村聚落社会关系主要特征、

承载乡村社会文化认同的公共活动场所。

2　乡村聚落的文化特质及当代意义

2.1　乡村聚落历史演进的文化特质

乡村聚落的形成和演进受到不同时期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军事防御等诸多因素

影响。在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时期，以生存繁

衍为基本目的的定居多选址在易于耕种、收成

和避灾的地区，先民的耕作活动逐渐发展形成

乡村聚落。农作物收成主要依靠自然条件，而灾

害的打击让人无所适从。因此，“靠天吃饭”反

映出对自然的依赖，也伴随着对自然灾害的恐

惧。由此产生对自然力的敬畏和崇拜，将一切吉

凶祸福归于神的力量，敬神祈福成为原始民众

的精神支柱[2]。各地乡村聚落信奉的神灵不同，

常见的有供奉土地神求风调雨顺，东南沿海地

区信奉妈祖求出海平安，藏族地区信仰山神求

丰收和安康等。自然崇拜逐渐成为乡村聚落文

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抵抗自然灾害威胁、外族侵略和兵灾

威胁，乡村聚落的发展要求家族成员紧密团结

并以聚居方式相互支撑。随着封建社会宗法制

度的推行以及宗族制度的倡导，乡村以血缘和

亲缘关系聚族而居的现象普遍存在。宗族制度

讲究依照血缘等级的原则维护家族秩序[3]，强

调家族整体优先于个人，一切以家族的团结、延

续为宗旨。为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通过建

造祠堂、编制族谱等方式传承秩序观念，祭祀先

祖，表达对先祖的尊崇并祈求保佑，如刘军[4]研

究的广东讴坑村中的卢氏家族通过大规模拜山

活动祭祀先祖表达敬意、祈求财富和安全；通过

制定家规家训宣扬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等品

德，纪念品行杰出的族人以宣扬家族精神；讲究

“学而优则仕”，以做官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为

荣。这样的乡村聚落集体认同感和向心力最强，

一方面由于家族严密的血缘网络的资源调配，

另一方面来自内心对祖先的极度尊崇和族众的

友善[5]。

如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城乡关系二元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农耕社

会高稳定的乡村社会一元结构。乡村聚落大量

的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外流至城镇，乡村总人口

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急速减少，“空心村”现象非

常普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导

致村民对自然力量崇拜意识的减弱；同时，生产

关系的变化导致传统大家庭结构瓦解，代之以

核心家庭主体结构，导致宗族观念降低，村民的

集体感与归属感减弱。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耕作

经济下形成的乡村社会结构在现代市场经济体

制的影响下逐步瓦解，乡村聚落的传统文化特

质也随之流失。

2.2　乡村聚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乡村聚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宝贵的精神

财富。以保全生存、繁衍发展为目标的乡村聚

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

涵，包括家族文化、乡土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及

物质文化等。传统家族文化中提倡的长幼有

序、孝敬长辈等观念仍可促进当代乡村聚落的

乡风文明建设，对具有优秀品行的人或事迹的

传颂纪念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方式。

乡村聚落的传统民俗文化是村民日常生活的

重要文化本底。它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日常生活

内容。民俗活动的举办有助于乡村社区活力的

提升以及邻里关系的巩固，是现代乡村社会认

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些文化内

涵在当今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和实用价值，其社

会价值对当代乡村聚落社会结构的活力仍可

发挥借鉴作用。

乡村聚落中的乡土信仰文化发源于对自

然、祖先和优秀人物的崇拜，给村民以精神慰藉

并进行道德教化，也是乡村聚落重要的共同价

值构建基础及社会凝聚力量之一。乡土信仰文

化能影响村民价值观念并维系社会关系，郎维

伟等[6]认为沈村的两种宗教文化不仅在精神领

域对村民行为制定了规范准则，而且通过贴近

村民生活的宗教仪式来满足村民心理需求，两

种宗教文化共同成为村落社会维系的精神要

素。龚成红等[7]认为宗教文化始终是打拉池人历

史接续和社会维系的主线，宗教是社会整合的

重要机制之一。

乡村聚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质具有

多样性和地域性，并对正在转型的乡村社会关

系的重构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乡村振兴中提出

文化振兴是灵魂，深入挖掘乡村文化，通过丰

富文化的表现形式、提供多样的物质及活动载

体等方式，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促进城乡文

化融合，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内涵。

因此，对乡村聚落的文化特质进行具有当代性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使命。

3　乡村聚落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

     有机对应

3.1　乡村聚落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相

         互关系

乡村聚落的文化特质不是孤立存在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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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乡村聚落的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空间

形态的研究发现，乡村聚落的文化性、社会性和

空间性具有有机的对应关系（图1）。乡村聚落

从生存繁衍的本底向宗族发展壮大的目标行

进，正是三者有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建

构的过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村民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作用于文

化观念的形成，文化观念反过来也会改变社会

的结构。而文化和社会的关系正是通过物质空

间加以呈现，物质空间同时也巩固了乡村聚落

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

乡村聚落的村落空间结构形态以及建筑内

部功能空间的布局一般是由家族社会结构关系

决定的，而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对应关系也

是社会文化和建筑文化形成的基础。乡村聚落

的家族文化中，宗族观念的空间承载即为聚落

中的祠堂以及民居中的祖堂等，是祭祖、家族议

会以及举办家族活动的场所。聚族而居的方式

决定了民居建筑群的规模尺度。祠堂、组屋在

聚落中的布局方式以及中轴对称的民居内部

布局反映了家族的等级观念，如南海霍氏合爨

图即为封建社会累世同居的民居典型（图2），

充分展示出霍氏家族的等级秩序。家族文化中

宣扬的礼制思想可通过牌坊体现，乡村聚落中

的牌坊包括忠烈坊、功名坊、功德坊、节孝坊、

义行坊等，以纪念在不同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族人。例如，安徽歙县棠樾村的村口按忠孝礼

义列有7座排坊。聚落中的文昌阁、文峰塔等信

仰建筑，以及书院、文庙、文馆等都是“学而优

则仕”思想的产物[2]，展示了对文化教育的倡

导。而这些反映社会结构关系和公共价值观念

的场所，通常都是村落或家族院落中重要的核

心公共空间。

乡村聚落的乡土信仰文化可由寺庙、钟楼

以及佛堂等物质空间展现。钟楼、祭坛、土地庙

等是崇敬自然的象征，关公庙、观音庙等是祈求

所供奉的神话人物的保佑，还有一些杂祀的庙

殿，供奉当地具有一定神化色彩的先贤。乡土信

仰场所通过承载信仰活动来体现乡土信仰文

化，主要是在日常和节庆期间为祭拜祈祷和集

体信仰仪式活动提供空间载体。乡土信仰建筑

的空间类型及分布与其功能及服务范围有关，

如规模较大的院落式或独殿式信仰场所通常供

奉护佑范围较广的神灵，也多位于护佑范围的

中心位置；规模较小的自由式信仰场所则多供

奉护佑范围小的神灵，可能是一间小屋子或仅

由建筑围墙外龛坛构成，与居民的生活场所较

近[8]。这些乡土信仰场所也是乡村聚落公共空间

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文化通常是由家族文化和乡土信仰文

化为基础衍生而来，空间呈现为以承载民俗活

动的公共空间为主。乡村聚落中，建筑文化一方

面由普通民居形式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聚落中

反映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公共建筑或构

筑物来展现。由上可见，乡村聚落中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精神相互依存，共同存放于物质空间，并

以公共空间为主要载体（图3-图4）。

 

3.2　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文化性和社会

         性的演进特征

乡村聚落的公共空间反映了社会政治关

系，也蕴涵了深层次的文化含义[9]。核心公共空

间集中反映社会关系主要特征，体现社会核心

公共精神，承载重要文化内涵，是乡村聚落社会

性和文化性在物质空间层面主要的载体。

3.2.1    核心公共空间的物质呈现

核心公共空间是乡村聚落整体空间结构中

重要的内容，通常位于乡村聚落空间的重要位

置，如乡村聚落的几何中心位置附近，或聚落边

缘但海拔较高处。核心公共空间的建筑通常体

量较普通民居大，或建筑高度较高，或具有较大

的广场空间，空间识别性强。同时，作为聚落布

局中心或村民公共活动中心，核心公共空间的

可达性较高。云南傣族村寨中的核心公共空间

是佛寺及其周边场地，部分傣族村寨地处山区，

佛寺建于村寨边缘（图5），或处在山坡最高处

（图6），是全村寨的制高点，或建于村口，便于在

图1　 乡村聚落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有机
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文化彰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南海霍氏合爨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图4　 沙滩村核心公共空间
资料来源：李帅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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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识别。侗族村寨中鼓楼及其周边场地即为

全村的核心公共空间，普通民居围绕鼓楼而建，

鼓楼多位于村寨中心位置（图7），且高度明显

高于周边普通民居。核心公共空间在位置、空间

体量和布局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空

间上呈现明显的中心性和统领地位。

3.2.2     核心公共空间的文化性和社会性

核心公共空间的空间布局特殊性与其在领

域中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主导和控制作用相对

应。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标识性表达了社

会控制的核心价值[1]，是聚落社会结构、公共价

值和公共精神的集中体现。核心公共空间通常

是以宗祠、庙宇、鼓楼等具有社会意义的建筑为

主体，周边配以广场、戏台等，是村民日常生活

中的心理认知场所。

以宗祠为主体的核心公共空间反映了该

乡村聚落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

会，注重家族集体的力量和荣誉。土楼或围屋

是历史上一些战争移民定居后建造的以防御

为目的的居住建筑，通常一个土楼或围屋即为

一个家族的聚居组团。从村落的整体布局来

看，并无明显的中心性空间，但各土楼或围屋

自身围合的中心公共场所是该聚落族人进行

信息交流、公共活动的核心公共空间，此处多

为家族祠堂所在地，反映了族人重视凝聚家族

力量，共同抵抗外界侵犯以确保家族得以生存

繁衍（图8）。

在乡土信仰文化兴盛的地区，庙宇、鼓楼

等信仰场所作为乡村聚落的核心公共空间，是

乡村聚落传统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穴位”。

傣族是信奉南传佛教的民族，佛寺是全村精神

文化生活的中心，其在空间布局上的显著性，也

正印证了佛教在傣族村民精神层面上的突出

地位。侗族村寨中的鼓楼多为同一地区或族姓

共同集资兴建的供集体使用的公共建筑，用于

通报重大事件，结合周边晒坪成为村民踩堂、祭

祖、集会、议事、娱乐的重要场所[2]。鼓楼还具有

宣扬礼教思想的功能，如贵州黎平肇兴大寨的

5座鼓楼分别按仁、义、礼、智、信命名，以表达对

儒家思想的尊崇，并以此为道德准则构建和谐

社会关系。可见鼓楼在乡村聚落社会和文化方

面的统领地位，与其在村寨空间的中心位置也

是有机对应的。

在一些家族观念或乡土信仰文化相对较弱

的地区，聚落的核心公共空间多适应于村民在

产业或生活中的实际功能需求。如四川乐山市

犍为县商贸村镇罗城古镇的核心公共空间为船

形主街，因居民多为广东移民，家族文化或宗教

文化的气息并不浓厚，但船形主街“同舟共济”、

“船首望乡”的寓意却间接体现了思乡文化[2]。

主街为商业街，中央为戏台、牌坊及阶梯状观剧

空间，可见该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功能以商业

和休闲娱乐为主，侧重实用性。主街尽端的灵官

庙地势相对较高，但中心性不强，反映出宗教文

化在该聚落中并非统领地位（图9）。

因此，乡村聚落的文化性、社会性和空间性

有机对应，文化特质的传承发展不能脱离社会

结构和空间形态。而空间形态中，核心公共空间

是主要社会结构和核心精神文化的物质空间载

体，乡村文化振兴应以核心公共空间为触媒进

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3　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重塑的辨证观

核心公共空间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改变，相互适应。例

如，在长期农耕文明时代，核心公共空间多为象

征家族精神或乡土信仰文化的场所，而在20世纪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则为供销社、晒场等集体生

产劳动场所。在改革开放后，乡村聚落的传统核

心公共空间的中心性弱化，代之以新功能的行政

文化场所，而如今主要呈现由商业、娱乐活动广

场为核心公共空间的形态特征。不同时期的核心

图5　 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曼听寨平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图7　贵州丛江侗族村寨鸟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图9　 四川犍为县罗城镇核心公共空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c）剖面图

图6　 云南景洪傣族村寨鸟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图8　 福建南靖书洋乡田螺坑村平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a）鸟瞰图       b）平面图



美丽乡村 | 19 

公共空间适应了当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生产

生活方式，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性和社会性。

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应当辨证地看待不同时

期核心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对其中适应当代发展的文化加以保护、传承

和更新。如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已然改变，

核心公共空间的重塑要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社

会背景和发展前景，而不是对各历史时期核心

公共空间的简单的修复重建。应尊重当地乡村

聚落文化发展类型的多样性，同时，采取因地制

宜、与时俱进的方式予以传承并发展。例如，同

济大学常青等开展杭州来氏聚落再生设计就充

分考虑了长河古镇3个发展阶段中3种不同的文

明。不同文化以不同形式的建筑体现：农耕文明

遗产的清代和民国传统建筑、20世纪50至70年

代初期工业文明改造下的“革命现代式”建筑、

近年来受后工业文明影响的聚落新建筑。在上

述3种文明依次作用下，来氏聚落的文脉在延续

中逐渐演变。他主张再生设计的“首要目标就

是在保持不同文明形态可识别性的前提下，对

聚落新旧空间要素进行整合，从而维持风土环

境的文脉延续性，并使之融入现代都市生活演

化的进程”[10]。因此，乡村聚落的文化特质随着

历史演变也在发生变化，文化的传承应适应当

代乡村生活，衍生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乡村文化。

4　以核心公共空间为“穴位”的乡村

     振兴文化定桩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各地

正在开展乡村振兴的探索。浙江黄岩的乡村振

兴实践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归纳其中的经验得

到“乡村振兴工作法”[11]，其中位于首位的即

为“文化定桩”。文化定桩落实在空间上即为乡

村聚落中的核心公共空间的营造。

4.1　文化定桩工作法

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是浙江省级历史文化

村落，文化底蕴深厚，是拥有太尉殿为代表的道

教文化、柔川书院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中医

养生文化以及近现代建筑文化的美丽乡村试点

村，文化要素丰富多样。但文化振兴不是对文化

要素的简单挖掘和保护，而是要在生产力生产

关系变化、城乡要素流动的背景下，对文化要素

进行保护性利用，适应现代乡村的居民生活需

求和旅游服务需求。由于乡村聚落的文化性、社

会性和空间性密不可分，文化定桩要与产业、社

会、空间等有机结合，产生“造血”机能。

文化振兴应在区域宏观背景下进行，充分

考虑乡域、村域、村庄之间的关系联动。村庄是

否进行振兴以及如何振兴要根据整体的村庄体

系结构来确定，而后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沙

滩村在老村东侧进行了新村和集镇建设，新建

乡政府、商业设施等均分布在新村，而老村的建

筑、街巷空间因不能适应新的功能需求而逐渐

衰退（图10）。对此，在宏观层面将沙滩老村放

在集镇中考虑，基于其丰富的文化要素而将其

作为集镇总体规划中的文化功能板块。

在定位明确后，采用一系列方法来进行

文化定桩，主要包括：（1）寻找到村民的文化

认同点，如祖庙、祠堂、风俗、手艺等；（2）修

复、重建或新建当地村民认同的文化传承点；

（3）结合当地风情习俗，规划建设不同层次

的文化设施；（4）建设文化礼堂，导入新时代

先进文化与道德风尚。沙滩村中存在太尉殿

和柔川书院两大文化建筑以及人民公社时期

的乡公所、兽医站、卫生院、粮站等公共建筑

（图10），均为不同时期村民的文化认同点。但

现状大多已荒废，仍然发挥公共服务功能的

建筑数量很少，并不能满足村民需求。针对公

共服务设施供需之间的矛盾，对历史上的文

化认同点进行修复和改造。最终实现对老村

中具有文化内涵的建筑的保护和重建，并结

合村民活动及乡村旅游的需求进行适应性功

能改造（图11），从而延续老村的文脉，恢复

沙滩村的文化气息。如柔川书院恢复成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同时兼有乡村振兴学

院的功能；人民公社时期的建筑根据其位置

布局和室内空间，适应性地改造为信息服务

中心、文化礼堂、民宿等功能。

 

4.2　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营造实践

文化定桩首先针对乡村聚落中衰败的建筑

和空间环境，尤其是具有文化内涵的核心公共

空间。核心公共空间一般具有较好的物质空间

图10　 沙滩村现状用地及公共设施分布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1　 沙滩村规划用地及公共设施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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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沙滩老村核心区现状平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4　 沙滩村核心公共空间平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6　 沙滩村广场舞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8　 沙滩村社戏表演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3　 沙滩老村核心区规划平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5　 沙滩老村核心区模型效果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7　 沙滩村太极拳表演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9　 沙滩村黄氏园谱庆典大会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基础，是聚落传统文化特质的主要载体、村民的

文化认同点，因此也是文化振兴重要且首要的

“穴位”。聚焦于核心公共空间进行文化定桩，便

于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落实，从而带动乡村聚

落文化的全面振兴。文化定桩结合点穴启动的

方式，适用于资金条件受限的乡村逐步推进文

化振兴，可操作性较强。

沙滩村的规划建设起源于对乡村独有文化

内涵的挖掘，最终定位于太尉殿南侧，营造新的

社戏广场。太尉殿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800

多年历史，元贞乙未（1295年）修建时有石刻

碑文记载，其建造缘起是纪念因扑火救人而牺

牲的沙滩村村民黄希旦，受到御赐“太尉殿”

和“忠应庙”，后人将他奉为先祖。至今，太尉殿

香火旺盛，每逢农历十月初一，村民依然通过举

办社戏活动来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崇尚英雄”

和“养我德行”是沙滩村的文化之根，也是沙

滩村文化振兴的基石，太尉殿即为沙滩村村民

的文化认同点。在充分挖掘沙滩村的文化之后，

对核心公共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原先的太尉殿

建筑破损，殿前空间杂乱荒废。为适应村民供奉

活动需求、弘扬沙滩村文化，规划设计沙滩村社

戏广场，整理太尉殿前分散杂乱的茅厕、垃圾，

配置干净整洁实用的公共厕所，修建戏台和亭

廊，形成以太尉殿为主，由戏台、社戏广场以及

配套设施共同组成的核心公共空间，重塑村民

的文化传承点(图12-图15)。

空间通过功能使用产生意义。沙滩村的

核心公共空间是以太尉殿为主体的乡土信仰

空间，也是村内家族活动的举办场所，同时还

能满足现代村民休憩交流、体育健身的空间

需求（图16-图19）。核心公共空间的建成带

动了周边其他公共活动场所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修复的柔川学堂兼有乡村振兴

学院的功能，人民公社时期建成的多处集体

设施也适应性地改造为信息服务中心、文化

礼堂和民宿等功能。以核心公共空间为中心

的沙滩老村修复改造，在尊崇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逐步推进。

沙滩村核心公共空间的营造，为沙滩村

的黄氏村民祭祖活动和乡土信仰活动提供了



美丽乡村 | 21 

场所，不仅有助于传统的家族文化和乡土信

仰文化的传承，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和自豪

感，而且也满足了当下村民的健身旅游活动

需求，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乡村社会结构，提升

村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此外，在城乡要素流

动的背景下，核心公共空间也是游客和村民

之间的互动交流场所，促进乡村融入新型的

城乡关系。

5　结论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迁，我国

乡村聚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在此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乡村聚落的文化特质，尤以家族文化

和乡土信仰文化为主。这些传统文化正在不断

流失，但其在当代乡村聚落中依然具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应当被传承。

文化并非独立存在，它与社会结构和空间

具有有机对应关系。不同地域不同聚落的社会

结构、文化观念以及空间形态各不相同，但三者

之间有机的对应关系却有相似性。因此，乡村振

兴中的文化振兴要充分考虑社会关系和精神文

化的变迁，并规划营造适合的空间来承载。

乡村聚落的公共空间是村落社会传统

文化的主要载体，核心公共空间集中呈现了

乡村聚落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部

分，因而选择其作为触媒进行文化定桩。深

入挖掘乡村聚落文化根源，识别乡村核心公

共空间。

核心公共空间作为村落旧的物质空间，

需要重新定义新功能和新的社会结构，才能

使村落物质空间环境获得新的发展内涵和动

力[13]。因而充分认识当代乡村聚落文化性、社

会性和空间性的有机对应关系，以此指导核

心公共空间的营造，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弘扬，又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和乡土文明的空

间体现。

在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需求的背景下，以

文化振兴为灵魂，对核心公共空间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文化

定桩”的理论认识和工作方法学习对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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